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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视角下的当代农村已婚妇女新休闲：走

出家庭迈向广场

宓淑贤

摘要：农村广场舞逐渐成为乡土社会的“新休闲”，代表了乡民生活的新时尚。本研究以“家庭”

为切入点，采用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广场舞这种新生活方式所凸显的当代乡村家庭生活

变迁进行厚描。研究发现，当代农村广场舞女性舞者面对来自父系家庭和乡土社会的双重阻拦，而父

代与子代核心家庭的联合分工让部分已婚妇女能够处于“有闲”的生活状态。儿童家庭辅导的社会化

运作，农村妇女们在主观层面上对向上社会阶层的追求，推动她们走出家庭，取得对家庭和乡土社会的

双重抗争胜利。此外，模仿、实践与展演方式下重塑的农村休闲理念是当代农村已婚妇女在这场变革中

的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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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广场舞体现出人民群众对美的追求和对身体

健康的关注，也是人民对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表达。广场舞兴起初期多以“扰民”和“占用公共娱乐

空间”等负面形象登上新闻报道，随着城市广场舞队伍不断扩大，相应的社会管理问题必然提上日程。

2015年，文化部、国家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

展的通知》
①
；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

②
，

以文件的形式对广场舞活动的开展进行规范与管理。

2015年 3月，文化部、国家体育总局共同主办全国广场健身操舞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主办方

发布了由专家创编、适合不同人群、简单易学的 12套广场健身操舞优秀作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

笔者由衷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

①
《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http://www.sport.org.cn/search/system/gfxwj/qzty/2019/0510/233969.html。

②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http://www.sport.gov.cn/n316/n336/c83348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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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并于同年启动全国广场健身操舞活动
①
。全国各省市宣传部、文化局和体育局等相关部门积极

响应，广场舞活动越来越多，比赛形式日趋多样，逐渐成为普通民众尤其是中老年妇女的重要休闲娱

乐活动。

一、研究综述

目前体育学对广场舞的研究多关注广场舞对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的正向作用或者广场舞队伍的外部

设施与管理问题，为政府政策设计和实地管理提供经验性材料（袁继芳、陈建国，2014）。舞蹈类研究

多将舞蹈形式和内容在广场舞中的转变与功能转换作为重要关注点（杨敏、孙嘉辉，2019）。社会学的

研究多把广场舞当作一种文化事项，对之进行专业的社会调查（代敏，2011；曹亦唯，2017），从微观

的个体生命历程、意义世界与宏观的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和社会阶层等角度对广场舞参与者进行社会

学意义上的分析。一些学者对参加广场舞的这部分中老年女性进行了生命历程的定位，分析其心理因

素与社会动因等，如王芊霓（2015）将这代走向广场的女性称为“第一代孤独母亲”，认为孤独感是促

使她们加入广场舞队伍的心理因素；于佳煖（2017）认为广场舞现象发展和流行的主要原因不是艺术

品位上的共同追求，而是一些更偏向心理、社会层面的需求。基于广场舞女性多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生人的情况，周怡（2018）认为广场舞是这代女性对其年轻时候“集体记忆”的一种复刻，她们借

助集体舞蹈表达对集体文化理念的追求。侧重于宏观社会结构方面的研究多结合历史脉络和时代背景，

按照社会变迁的时间线对广场舞进行细致而多元的分析，如王芊霓（2015）认为广场舞展演形式与现

代都市力推的安静有序的公共空间不搭调，这是“广场舞大妈”形象被“污名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于佳煖（2017）的研究通过对广场舞参与者音乐品位进行分层，发现客观的阶层特性对广场舞参与者

的音乐品位有一定影响；周柯含、黄盈盈（2019）则将广场舞纳入阶层研究的视角，在人口流动和城

市空间变迁的社会背景下，通过分析阶层的分割如何在身体实践中被呈现、又被松动，透视出身体与

阶层的互动。广场舞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有着一定的社会意义（罗红希，2014）。同

时，广场舞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提升了老人和妇女的公共参与机会（杨宝强、钟曼丽，2020）。

除了偏重于社会功能、社会阶层、社会变迁、亚文化等视角的研究，社会性别视角也在部分研究

中得以呈现，如王芊霓（2015）认为人们之所以对广场舞大妈产生负面评价，是因为传统性别意识认

可的是中老年妇女应当隐于家庭，而不是出现在公共活动中。刘婷（2014）认为广场舞参与者多由于

自我认同感与家庭妇女角色之间的张力才会倾向于参与其中，米莉（2016）对特定政治运动和时代脉

搏中成长起来的具有不同角色定位和认同感的群体进行代群的划分，将广场舞参与者的研究扩大到不

同代群之间；不同代群由于历史经验、生命历程、生存境遇的不同而引发基本价值和情感诉求出现巨

大差异，呈现出女性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在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所面临的各种生存困境。

综合起来看，目前对广场舞的社会学类研究多以时间线为重要基点，既包括宏观上社会变迁类型

的分析，又包括微观个体生命历程的解析，还包括宏观社会阶层在微观个体身体上的展现、品味上的

①
《文化部和体育总局启动广场健身操舞系列活动》，http://www.gov.cn/xinwen/2015-03/24/content_28379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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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记等，这些研究都将广场舞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交叉的、多元的分析。从广义上看，广场舞

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公共活动形式，但广场舞活动不同于其它自发形成的展演于公共空间中的社会行动，

它的特殊性在于早期的组织性和后期成员的自组织性，它并不是完全自发的。另外，农村广场舞这一

活动的开展不能完全脱离家庭与乡土社会，它凸显着当代农村家庭生活的新变化。在乡村的熟人社会

中，广场舞的开展过程势必和本土化的传统惯性融合在一起，也必然与本土性在整个社会变迁中的表

达相关联，而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观或可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本研究从“家庭”结构入手来分析当

代农村已婚妇女是如何走出家庭迈向广场的，这个过程呈现出当代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重要变迁。

二、田野点及资料收集方法介绍

同城市社区不断扩大和规范化的广场舞队伍一样，广大农村地区逐渐刮起了广场舞浪潮，主要表

现便是广场舞队伍的日益增多（谢太平，2019；柏志鑫，2019；刘婷，2014）。基于笔者在江苏省芦山

村所做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城市和乡村广场舞既有相似点，也在四个方面呈现出不同。第一，相

对于城市广场舞团队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规模来说，农村广场舞队伍人数较少，一般在十几人至三十

几人左右；第二，不同于城市广场舞成员分布于多个社会阶层，农村广场舞者一般以自然村甚至是更

小的居住片区为基本单位，社会阶层趋于一致；第三，不同于城市广场舞者以退休中老年妇女为主，

农村广场舞的参与者基本未脱离其“工作岗位”，很多人仍在“谋生存”；第四，农村广场舞参与者年

龄层次是十分丰富的，年龄跨度甚至超过三十岁，基本上相当于两代人共同参与其中，年轻一代全部

是已婚妇女，且家中孩子已经开始读书。这些差异不仅仅反映出乡村“熟人社会”的特征，同时，还

呈现出社会变迁过程中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融合。

（一）田野点介绍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芦山村位于该省北部，与山东省日照市接壤，方言体系属于胶辽官话。该

村主要种植农作物包括黄豆、小麦、玉米、红薯、花生等；饮食习惯与山东省南部地区比较接近，主

食以煎饼为主。约从 2013年 10月起，该村开始大面积种植黄桃果树，约 67%的农户将自家土地全部

流转出去，近三年每户每年土地流转费收入为 1584元~5544元之间
①
，农业种植已经不是当地主要经

济来源。芦山村中青年男性劳动力生计方式主要有四类，分别是砖瓦运输和售卖、废品回收、本地打

工和外地打工。中青年女性劳动力职业主要有三类，即玩具厂女工、快递打包员和渔网织工（宓淑贤，2019a）。

截止到 2019年，该村在册户籍数为 435户，户籍人口数为 1458人，其中，男性 776人，女性 682

人。若将 20岁到 60岁的村民作为劳动力计算，该村男性劳动力有 426人，女性劳动力有 378人，合

①
芦山村土地流转费按照人口数、人均占有土地亩数和人均年土地流转费三者的乘积计算。根据不同的土地流转年限，

流转费用为前三年每人每年每亩 850元，第二个三年每人每年每亩 900元，第三个三年每人每年每亩950元，以此类推。

该村人均占地 0.88亩，每户人口数在 2~7口人之间，因此，2013~2016年，每户每年土地流转费收入在 1496元~5236

元之间；2016~2019年，每户每年土地流转费收入在1584元~5544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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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804人，约占总人口的 55%。其中在外务工但仍在村安家者为 87人，约占总人口的 6%，在外地工

作且安家的人数达到 284人，约占总人口的 19.5%；284人中男性 186人，占比为 65.5%，女性 98人，

占比为 34.5%。这些在外地安家的人，尤其是男性，基本会请求父母尤其是母亲去往城市，帮助他们

照看年幼的孩子，因此，那些 50岁以上的农村妇女（将）会有半年到两年左右的城市生活经历。芦

山村来往于城乡之间的青壮年及其母亲不断受到来自城市生活方式的冲击。

在早期调查中，通过填写调查问卷的方法，笔者共调查了 215位 20岁以上的芦山村村民对妇女

跳广场舞的认识和态度
①
，对问卷资料进行基本统计后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广场舞的态度

趋于负面。其中，负面态度最严重的是 51~60岁的村民，所抽取的 23名男性和 23名女性中，持负面

态度的比例约为 87%和 78%。虽然乡土社会中“孝道衰落”（阎云翔，2009），中老年人的权威看似受

到了挑战，但是主导家庭重大事务的人仍然是他们，其话语对多数人的生活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笔

者深入访谈发现，年龄在 51~60岁的这部分人多已经成为爷爷奶奶，她们的儿媳妇恰是广场舞的主力

队员；另外，他们属于乡土社会中主导社会舆论的人，话语权仍然存在。

自 2014年起，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体育局、区妇女联合会、区农村工

作委员会共同主办广场舞比赛。比赛以乡镇为基本单位，多支广场舞队伍参与。通常，村一级广场舞

队伍的组织由该村妇女主任牵头召集，芦山村妇女主任吕大姐就是该村召集人，她多次谈到 2014年

刚开始组织广场舞团队的困难：

“你看嘛，因为这个（广场）舞排练主要在白天，耽误人家干活儿，那不就是耽误别人挣钱了嘛，

很多人都不愿意来；再一个，大多数妇女脸皮薄，毕竟这个（广场舞）在农村是个新事物，还要抛头

露脸，有些是自己不好意思，有些是家里面拦着，反正当时找人很难，十个得有八个拒绝。”

由此可见，客观上的“误工”和主观上的“不认可”成为早期芦山村村民难以接受广场舞的关键

因素。吕大姐只得拉上自己的妯娌们参与，再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凑齐了十个人来应对镇政府的工

作任务。近年来，随着广场舞活动的频率升高，村民对广场舞的负面评价日趋减少，加上吕大姐又在

村委会给参与者申请了每日 40元的“误工补贴”，“眼热的小媳妇儿越来越多”，吕大姐不得不得罪一

些人，只挑选那些学习能力强、身材匀称的小媳妇儿，组成了较为稳定的二十人团队。

目前，芦山村广场舞队伍共有两支，较为固定出席成员合计 36人。笔者统计了 2018年 10月 1

日至 2019年 11月 2日共计 398天，曾出席过广场舞活动的成员共计 96人，这些人主要是 30~60岁

①
被调查对象的具体抽样过程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按照村民家庭居住格局进行编号，依次从南到北、从西往东方向对

每家每户家庭成员进行逐一编号，每户内部按照年龄大小进行顺序编号，去掉 20岁以下的 376名村民，对20岁以上的

1082名村民进行编号；第二，对1082名已编号村民进行年龄分组，每 10岁为一个年龄组，统计发现，20~30岁、31~40

岁、41~50岁、51~60岁、61~70岁、70岁以上的村民总数分别是194人、268人、136人、230人、216人、38人；第

三，选择抽取总体的 20%组成所需样本，具体方式为，在每个年龄组序号组成的样本中按照男女比例随机抽取一定数量

的男性和女性样本，参照四舍五入原则，以此组成包含 215位成员的样本，如 20~30岁年龄组有男性 122人，女性 72

人，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式抽取男性24人、女性 14人，其它各组以相同抽样方式进行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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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已婚妇女。其中出席时长达到 327天以上即出席率在 82%以上的稳定成员有 36人，出席时长为

243~327天即出席率在 61%~81%的成员有 9人，出席时长为 84~242天即出席率在 21%~60%的成员有

17人，出席时长在 84天以下即出席率在 20%以下的成员有 34人。可见，由于农村广场舞的自组织性，

成员的进出是相对自由的，虽然不同成员的参与程度有区别，但是，稳定成员的高出席率使广场舞这

一活动能够保持其持续性。

如今，赣榆区几乎每个村都有广场舞队伍。根据村人口和自然村数的不同，广场舞自组织团队数

不尽相同，少则一个，多达四五个，每个团队的人数大约是 10~30人，通常镇政府所在地的广场舞队

伍多、每队的人数也多。芦山村目前的两支广场舞队伍分别分布在两个自然村落，即北村和南村，每

支队伍都有一个“舞头”，即领舞者（队长）。北村的舞头是 36岁的翠花，南村的舞头是 57岁的雪莲。

通过对两支队伍中较为固定成员组成的分析，以及对“快手”短视频中周围乡镇 12支广场舞队伍的

视频内容进行分析并与视频发布者进行访谈，笔者发现不论是年龄构成、家庭状况、子女状态与舞者

的个体生命史历程，还是广场舞自组织过程，或是乡土社会的反应等，这些广场舞队伍的基本情况都

比较类似，农村广场舞固定参与者基本上是 30~60岁的女性，周围乡镇 12支广场舞队伍加上石头镇

的 5支广场舞队伍共计 17支广场舞队伍，274人中只有 6位男性。可见，“翠花舞蹈队”在本地区具

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笔者选择“翠花舞蹈队”作为田野调查中的重点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芦山村已

婚妇女如何走出家庭迈向广场，来展现农村已婚妇女休闲生活的转变。

“翠花舞蹈队”自组织于 2016年，当时身为村一级广场舞团队成员的翠花和圆圆，“跳得不错，

也爱跳舞”“不舍得停止”跳广场舞这件事，她们俩便拉上附近喜欢观看广场舞训练的两名妇女，“号

召喜欢跳舞的人”加入她们的团队，“正好当时村里的路灯安装了一大半了”“大家认为晚饭后的时间

最合适”，最后选了一个离翠花家最近的路口作为“广场”，跳了一周左右，路口对面的军部
①
媳妇（58

岁妇女）和别人聊天时，多次“透露”出“（跳舞音响）声音太大，吵死人”等不满话语，最终这种乡

土社会中不戳破面子的特殊告知方式“驱赶了”“翠花舞蹈队”。大概一个月之后，翠花去小毛超市买

东西时，被问到为何终止跳舞之因，“住在大路边儿上”小毛超市的老板娘桂花婶子“希望有个动静，

也好招人来（买东西）”，桂花婶子本人也喜欢唱歌跳舞等文娱活动，两人一拍即合，为了表示诚意，

慷慨的桂花婶子特地买了一个 600多元的拉杆音响，至此，“翠花舞蹈队”基本稳定下来。

（二）资料收集方法

本文以江苏省连云港市芦山村“翠花舞蹈队”为例，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法，即参与观察法和访

谈法，分析给农村休闲生活带来变革的广场舞活动。笔者自 2019年 8月 13日至 2019年 11月 3日，

对芦山村“翠花舞蹈队”进行了 83日的连续田野工作，每天晚上大约在 6点半到 9点钟之间，累计

田野工作时长约 137.5小时。其中，由于天气和舞蹈队主要成员家中老人办丧事等事由，有 28天广场

舞活动中止。另外，2019年 4月 12日至 6月 30日，笔者两次前往田野点进行前期田野调查工作，主

要是通过参与观察法和访谈法了解芦山村广场舞的具体发源过程和基本情况等。这两次前期调研涉及

①
人名，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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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对象 32人，除了参与过舞蹈队的成员以外，其他各个年龄段的村民都位列访谈对象之中。同时，

在此时间段，笔者对周围乡镇 3支广场舞队伍进行参与观察共 15天，访谈广场舞参与者与观看广场

舞的村民共计 25人。需要说明的是，因为芦山村是笔者自 2018年 8月起长期调研的田野点，也是笔

者的家乡，所以，对“翠花舞蹈队”的成员和她们的个人经历、生活状态比较熟悉，笔者去过每个队

员的家，并深入访谈了她们多位家庭成员。

除了线下常规的田野调研方法，笔者还结合线上田野调研工作，涉及线上田野点主要包括个人微

信、微信群和“快手”短视频平台。自 2019年 3月 11日起，笔者添加了广场舞队伍主要成员为微信

好友，同日加入她们的微信群“翠花舞友”（群成员为 25人，既包括固定成员又包括不固定成员），

对相关私人微信和微信群进行了长时段的参与观察与线上田野记录。同时，关注了成员中有“快手”

短视频平台账号并发布过短视频的 3位成员。通过多种方式的田野工作，笔者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和

理解农村广场舞的新时代特色，能够从当代农村已婚女性的视角和乡土社会的整体结构去“厚描”“广

场舞”这个农村生活中的新鲜事物。

三、农村已婚妇女走出家庭面临的双重阻拦

不同年龄段的芦山村已婚妇女生活样态是有差异的，但同时又是相互勾连在一起的。目前在芦山

村，四代人的传统理想家庭结构已经基本实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生人已经成为太奶奶，五六十年代

生人已经成为奶奶，八九十年代生人已经成为母亲，00后的孩子们则成为整个家庭“唯一的希望”（冯

文，2018）。结婚生子、子代结婚和子代生子等相互交织的重要生命历程将一代代妇女的生活串联起来。

对这些四代家庭来说，几乎所有人的行动都围绕着第四代展开。阎云翔教授多次在其著作和讲座中谈

到当今农村的家庭关系变化，即“孙子变爷爷，妇女上了天。”前半句意味着未成年子女成为家庭的重

心，家庭结构变成“倒立的家庭”（Inverted Family）①
。后半句意味着女性在农村生活中的家庭地位

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革，芦山村前期的调查验证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年轻小媳妇确实已经成

为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同时，奶奶们仍要承担着孙辈的照看责任（宓淑贤，2019b）。

第一代太奶奶人生任务基本完成，由于年纪较大，身体欠佳，从乡土社会及其家庭生活中淡出，

也几乎不会参与年轻人的生活，因此，在实际生活实践中，她们的话语权不断弱化。计划生育政策实

施之后，芦山村呈现出少子化的家庭结构，一子二女和一子一女的家庭结构较为普遍，第二代母亲的

生活基本上被捆绑到第三代儿子的核心家庭之中，他们的生活样态与第四代孩子息息相关，形成了一

个交织互联的状态。当第四代还是襁褓婴孩之时，第三代母亲主要负责哺乳和照看婴孩，第二代奶奶

辅助第三代共同照顾婴孩，并照顾两代核心家庭的起居；当第四代孩子成长到学龄时，第二代奶奶多

负责为第四代做饭、接送读书，同时，照顾起两代核心家庭的起居，而第三代妈妈多选择外出工作，

如去镇上的玩具厂、快递打包厂、帽子厂打工。

（一）父系家庭的阻拦

①2019年，阎云翔教授在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所做讲座中多次提出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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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已婚妇女参与“广场舞”活动这件看似个体化的事件，却要面对其他家庭成员的干涉。在乡

土社会中，如果公公、婆婆二人与儿媳妇“有事儿需要商量”，尤其当涉及儿媳妇私人生活时，婆婆一

般会充当“发声筒”，但说出的往往是公公、婆婆二人的想法。不论是年轻的第三代小媳妇还是已经熬

成婆的第二代老媳妇，婆家对她们的行为约束仍然存在。对于第三代小媳妇来说，一旦第二代公公婆

婆对广场舞持有负面认知，婆婆便出面，以“拉家常”的方式提及乡土社会其他人对此的负面议论，

委婉地表达此议论导致了父系大家庭蒙羞，希望儿媳妇不再参与广场舞；有些公公婆婆“不敢和儿媳

妇说”，就要求儿子“管管媳妇儿”“起码说一说她”“别出去跳了，别人会看笑话”，大多数年轻的丈

夫开始是不反对或者默许的，但是一旦在外面听到别人的议论，就会以“跳舞不是坏事，但总归要考

虑别人的看法吧”等论调劝说妻子放弃。可见，乡土社会对某件事物的整体认知基调会影响到家庭、

个体的行动，这里的乡土社会指的正是杨宜音（2008）认为的“差序格局”比喻中的“水面”，而这正

是“我们”概念形成的基础，当个体、家庭面对乡土社会中的负面评价时，“我”便被“我们”排除在

外而无法融入其中，变成不被认可的“异类”，恐惧和羞愧使得个体和家庭不得不改变行动，以符合乡

土社会的整体性认知，被“我们”所接纳与认可。

另外，在这些第三代已婚年轻妇女的家庭中，她们不仅要面对公婆通过其丈夫的嘴表达的不满，

还要承担儿女的教养责任，这与她们所受到的性别社会化教育是吻合的。对于第二代已婚妇女来说，

她们需要为儿子的核心小家庭承担家务劳动和照顾孙辈，这已然成为变革时代父辈的责任与义务（宓

淑贤，2019b）。也就是说，这些准备迈向广场的女性不仅仅受到来自夫家和乡土社会的双重“阻拦”，

还有着内心的顾虑，即抚育孩子、照顾孙辈的责任如何与个体爱好平衡。总之，不论是第二代还是第

三代女性，阻碍她们外出跳广场舞的因素，既有客观环境上的束缚，又有价值理念上的排斥。

“翠花舞蹈队”的 10位成员在不同时期均遭到来自丈夫及其父系家庭不同程度的阻碍。已经成为

奶奶的莉莉、丛娟，丈夫对她们跳广场舞的态度是强烈反对的，认为她们应该在家“老老实实待着”

“不要天天想着出去疯”“那么大岁数了，跳什么跳”；年轻小媳妇江红、朵朵的丈夫都是将公婆对她

们的抱怨换了一种表达方式，用照看孩子的事情来“逼”她们，认为“有时间在家带带孩子比什么都

强”；燕超的身体不好，靠吃药维持，公婆将她出去跳舞的事情告诉了在外打工的儿子，丈夫的态度是

反对的，劝说她“出去蹦跳会伤了身体，不如在家好好养着”；选择在家做手工活的翠花和圆圆，丈夫

则要求她们“在家带（读小学的）孩子写作业”“不要天天出去疯”“有时间多赚点钱”。

综合来看，家庭成员阻止这些已婚妇女参与广场舞活动的理由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繁琐的家庭事

务需要她们来照管；其二是乡土社会对广场舞的负面看法，需要她们顾全家庭的颜面。几乎所有人都

把跳广场舞这件事和女性的品性联系了起来，所谓“出去疯”，话语中隐含之意是，女性应该在家而不

是在外，打理家庭事务才是一个女性应该承担的（王芊霓，2015）。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

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背景下，母亲这种角色对于女性十分重要，女性必须承担生

育和育儿的责任，即母职（王若颖，2019），母亲应该是端庄得体的，而出去疯玩是未成年女孩的特权，

当一个女性步入成年迈入婚姻，就不能如此了。虽然这些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都不愿意“天天困在家

里”“一睁眼全是家里的大小事”“神经一刻不得放松”，但都觉得丈夫的话有几分道理，认可教养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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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母亲的重要使命，同时也畏惧乡土社会他人的目光。然而，个体性逐渐增强的当代农村女性，并没

有因此忽略自我需求的满足。

（二）城乡二元对立观念在阶层认知上的呈现

和周柯含、黄盈盈（2019）对城市广场舞的研究发现类似，在农村广场舞现象中，阶层的印记如

影随形，不过不同于城市社会较为多元的社会阶层分化，同质性较高的乡土社会催生了一套经验性的

社会分层标准，这种标准将乡村民众与广场舞活动进行了勾连，即定义出谁更有“社会资本”去进行

广场舞这一闲暇活动，和学术界使用的阶层认同主观视角相呼应。虽然文艺工作者是工人阶级一部分

的理念在 1949年就已经被提出来，但是芦山村村民在社会层级观念上仍然将体制内的文艺工作者与

普通老百姓分割开来。

凡勃伦（1964）在《有闲阶级论》的序言中说，下层阶级的业务包括体力劳动或者同谋生直接相

关的任何日常工作。在中国传统的农民心目中，“农民就是从事与谋生相关的体力劳动者，城市人是体

面的，他们才有资本搞娱乐活动”
①
。可见，城乡二元对立意识在乡民中的影响仍然存在，他们在思

想意识层面将闲暇娱乐活动与城乡等级进行关联，即“城市人”多是“吃公家饭的”，他们的“工资是

有数的”（即稳定工资），农村人是“干得多拿得多，干得少就没饭吃”。这些说法展现出部分乡村民众

对城市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一种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想象中，对自己的认知则从经验出发，将自己定位为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不稳定群体。

社会流动加速后，城乡二元对立逐渐松动，但是对于普通的芦山村村民来说，他们在思想上仍然

受限于传统认知的惯性。近 20年来乡村加速的社会流动是这套经验性分层标准愈发清晰的重要推动

力，这对于乡土社会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通常，如果 5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成年子女已经成家

立业尤其是已经在城市“扎根”，乡土社会对他们的社会地位持肯定态度，这些中老年人通过儿女成功

的向上流动实现了自己在乡土社会的阶层上升，也就是说，这些第二代父母不但完成了父母的“责任

伦理”（陈锋，2014），而且完成得比较优秀与圆满。在芦山村村民看来，“负担不重的老年人”（贺雪

峰，2017）才是当代农民心目中已经“完成（人生）任务的人”，他们才有一定的“资本”
②
跻身于农

村社会闲暇活动之中，而不被乡土社会舆论所责备。那些“子女不成器”的母亲一旦参与到广场舞活

动之中，往往会成为当地社会舆论攻讦的对象。

四、农村已婚妇女迈向广场的多重助力

（一）儿童家庭辅导的社会化运作

当代乡村中很多“80后”“90后”通过读大学在城市里安家立业，这些成功案例的示范使得乡民

对子女教育格外重视，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成为乡土社会中整个家庭的重中之重。对于自己的孩子，

①
这种说法从笔者与“翠花舞蹈队”成员的访谈内容可知，且在笔者与村民万全、树林、菊芳等人的访谈中均得到证明。

②
在谈到谁可以去跳广场舞而不被指责这个问题时，大多数村民提到了“资本”这个词，综合来看，这里的“资本”既

有社会资本之义，又包含了一种“资格”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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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媳妇们希望他们“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过上好生活”（李婧，2011；蒋臻，2002），

这已然成为整个乡土社会共同的信念。照顾孩子、陪伴孩子读书成为农村已婚妇女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而这个任务与晚间广场舞在时间上的冲突自然会影响到她们参与广场舞。

如今，城市教育培训班的热潮刮到了农村地区（王丹，2019）。芦山村目前已经有两个作业辅导班，

分别由返乡就业的高职毕业生和中专毕业生开办，收费价格基本一致，主要面对不同年级的小学生开

班，每个班大约 15个孩子，辅导教师的任务是辅导孩子写作业。每个孩子每月收费 200元，可以月

付或者年付。另外，芦山村所属的石头镇上也有 5个类似的作业辅导班，这些辅导班的成立满足了很

大一部分家长的需求。翠花、朵朵、圆圆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她们都是初中毕业生，“读书时候成绩很

差”“辅导不了孩子作业，尤其到了高年级，太难了”“对自己孩子有时候不自觉发火，没有什么耐心”

“不如花点钱交给别人”“（交给别人也）放心，还不生气，自己也能干点别的”。这些能力不足的年轻

女性将陪伴孩子做作业的任务外包给了新兴的家庭作业辅导班，实现了孩子教育方面的社会化运作，

挣脱了“孩子的束缚”，获得了迈向广场的“入场券”。

（二）准主干家庭的联合分工

和阎云翔教授（YanYunxiang，2018）在下岬村的最新调研情况一致，分家后的公婆仍然在“服

务”年轻夫妻的核心小家庭，通常，公公负责继续赚钱，婆婆负责一家人的饮食和照顾孙辈。阎云翔

认为这种以主干家庭模式运行的核心家庭结构可以被称作准主干家庭，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作“家庭分

工的扩大化”。很明显，这种现象虽然表面上不符合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的“分家”事实，但事实上，

这种混合的家庭结构模式已经成为城乡普遍存在的社会事实。与以往的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分工均不

相同，“家庭分工的扩大化”在本质上仍然围绕着核心家庭利益，在分工上将主干家庭成员全部纳入其

中，简单地说，就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小家庭，两代人的家庭成员都参与到一个家庭分工中去。因此，

通常作为家务劳动和照顾孙辈主要承担者的第二代妇女可能没有时间参加广场舞活动。

最终走出家庭迈向广场的老年女性，都与儿媳妇商议、并安排好了家庭分工。她们是这场家庭“谈

判”中的胜利者，而胜利的前提在于“儿媳妇通情达理”“家中最好只有一个儿子”和“婆婆会做事、

会说话”。访谈到的 23位 50岁以上已有孙辈的广场舞参与者，她们之所以可以顺利参与其中，主要

有两个原因，一是孙辈已经读初中及以上，不需要专人照看；另一个是已经和儿媳妇商量好照看年幼

孩子的时间安排，“白天婆婆带，晚上儿媳妇带”。“（儿媳妇作为）年轻人，观念也新，觉得跳广场舞

也不错”，有 8位女性称她们的儿媳妇支持她们出来跳广场舞。

（三）政府组织广场舞对城乡二元对立的弥合

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对广场舞的逐步引导和介入，在精神层面上重塑着这些妇女的时代参与感，

并由此重构了她们的主体身份意识（米莉，2016）。国家在观念变迁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熊和妮，

2017），国家权力与政策推动着社会转型（Davis andHarrell，1993）。近两年，国家在文件上不断宣传

广场舞是一项有益身心的活动，通过将家庭卷入国家政策的方式，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社会空间

（阎云翔，2009），这种理念和行动逐步冲击了整个乡土社会对广场舞的负面认知，农村青年新获得的

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自上而下的影响（阎云翔，2009），可见，国家对乡土文化活动的倡导对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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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思想认识有一定的正向引导作用。

比如，丈夫小伟以乡土社会对广场舞的负面评价为由，强烈反对翠花外出跳广场舞；翠花大哭大

闹后仍未见成效，最后以“离婚为要挟”；在“悍妇式”的抗争中，丈夫不得已，就说“以后我不管你

了，随你去吧”，这种“悍妇”的方式贴合了当地“妇女上了天”的现实状况；当其他乡民戏谑问询翠

花丈夫小伟时，他以妻子“管不了了”予以反馈，反而得到了乡土社会的“默认”与“理解”。后来翠

花多次参加“政府举办的舞蹈比赛”，她便不断给丈夫传达“跳舞是国家鼓励的，不丢人”的正向认知。

如今，小伟会为了妻子有时间跳舞而主动接送孩子，甚至时常接送妻子去跳广场舞。

对于 38岁的小伟来说，他内心深处对妻子跳广场舞并不反对，甚至是支持的，行为上反对妻子跳

广场舞实际上体现的是具有传统惯性的乡土社会认知与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而国家的扶持恰好

弥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缓和了冲突，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知，并演变成一种新的认知，这种认知

既不同于传统的“戏子”观和“不配”观念，又与城市现代生活方式不同，而被诠释为一种乡土社会

新兴的时尚与潮流，这种潮流“谁都挡不住”。

（四）“议价”的重要筹码：有闲

起源于博弈论的“议价”（bargin）概念被社会学等其它学科借鉴，比如家庭决策中的议价能力（bargin

power）研究。笔者认为，将“议价”概念用于分析农村妇女如何挣脱父系家庭和乡土社会的双重阻拦

而成功迈向广场的过程是可行的。第三代母亲的“有闲”状态与第四代孩子的支持是她们最重要的议

价筹码，而这份“有闲”是在家庭分工的扩大化与农村妇女的自我争取中获得的。“有闲阶级”是凡勃

伦（1964）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的重要概念，所谓“有闲”一般需要有可支配的“非生产性地消

耗时间”。“翠花舞蹈队”十位成员的晚间时间都是可以由本人支配的，可以进行“非生产性地消耗”，

第三代母亲和第二代婆婆在晚饭后很长一个时间段属于“有闲”的人。在这个时间段内，已读书的第

四代孩子不再需要第三代母亲花时间照顾和课业辅导；第三代母亲积极照顾第四代学龄前幼儿，给操

劳了整个白天的第二代婆婆“放个假”。

虽然有父系家庭的阻拦，但是对第二代妇女来说，“和他（指丈夫）都过了一辈子了，他生气我也

要去”“老婆婆（第一代）观念更老了，互不干涉”，最终这些“有闲”的奶奶们（第二代）迈向了广

场。因为红雪和燕超“跳完舞之后，身体都轻便了”“感觉恢复得不错，心情也好”，所以“生活无聊

没事干”而又有病的二人最终通过跳舞实践获得了丈夫一家的默许。“干活利索”“孩子照看得不错”

“没耽误家里事情”的朵朵最终赢得了丈夫的支持。与丈夫自由恋爱的圆圆，深知婆家对她“爱玩快

手”“喜欢出去玩”等“不安分”举动忧心忡忡，和丈夫吵过几次之后，她直接放狠话，“不允许出去

跳舞就直接离婚”，最后丈夫“不管了”，公婆也“害怕儿子和儿媳妇离婚，便不吭声了”，基本上不再

干涉。笔者在不同时期对 10位广场舞者的丈夫进行的 3次访谈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态度的变化，从最

开始的坚决反对到后面一步步松口，他们对跳广场舞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他们多数人认为“跳

广场舞”是一种“潮流”，看到妻子跳完舞回来之后的笑脸，他们“觉得也挺好的”，不过有时候也会

因妻子“天天魔怔了一样”，在家里也经常练习跳舞而有点“不痛快”。

另外，部分广场舞参与者提到了“儿女（或儿媳妇等）的支持”，她们对此十分自豪，这件事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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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体现出乡村社会中父权的衰落（YanYunxiang，2018），即“孩子的话”更有“权威性”，年

轻一代的话语权不断增强。当信息获取方式逐渐由经验获得转变为网络获取，青年一代的信息获取能

力超过了父母，“孩子们学得快、见识多”，自然成为理解新事物的“代表”。同时，由于社会流动频繁，

这些年轻人又成为“大城市生活的见证者”和文明生活的代表，他们不断将广场舞能够“强身健体”

“娱乐身心”的正向功能强化给父母，这些功能逐渐成为农村妇女跳广场舞的重要意义。

总之，孩子教育的社会化从客观条件上将第三代农村妇女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而政府对农村

广场舞的认可则从心理层面将第二代农村妇女解放出来，这些追求时尚、重视个体感受的新时代女性，

接受了国家层面的价值观念输入，成为乡土社会中最先践行新生活方式的群体。

五、变革中的农村社会休闲理念

（一）休闲形式的转变：从劳作到娱乐

通过对芦山村 50位年龄跨度从 21~70岁不等的女性进行访谈得知
①
，虽然女性休闲活动在不同时

期有差异，但多数农村女性休闲活动时间是较为一致的，即主要集中于农闲时期或者晚饭后。上世纪

80~90年代，村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比较低，电力系统经常出故障，煤油灯的使用较为普遍。吃过晚饭，

妇女们把丈夫、孩子“伺候好”之后，已婚女性做一些针线活以改善生活，比如缝补袜子、编织毛衣

等，偶尔去看看露天电影。因此，这一时期已婚妇女的闲暇活动主要是家务活的延伸，承载着妻子和

母亲这些家庭角色对她们的规范与要求，个体化的活动几乎没有。这些活动之所以被称作休闲活动，

在于它们与直接谋生相关的重体力活和农忙活是不同的，补袜子、织毛衣只是开源节流的重要方式，

通过压缩生活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活的质量，但却并不是直接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

20世纪 90年代初期，芦山村的黑白电视机开始普及，大家晚饭后的重要休闲活动就是在自家看

电视节目，一些家庭会出现男主人的男性朋友们前来聚集聊天、打牌的情况。2000年左右，彩色电视

机和电话机基本普及，村民晚饭后的闲暇生活仍然以看电视节目为主。大约在 2005年左右，个别在

城市有亲戚的女性受到城市生活的影响，购买一些录像带，召集周边女性一起跳舞。芦山村 62岁的

恒美就是这样一个先行者，她的弟弟早年“闯青岛”做生意发财后，安家落户于青岛，便将自己的父

母接到青岛共同生活。后来由于母亲重病，当时 47岁的恒美去青岛“看望母亲，顺便走亲戚”，在青

岛待了半年，看到当地的同龄人“在家里唱唱歌，在广场上跳跳舞”很是惊奇与羡慕，在母亲出院在

家休养的两个月里，“好奇”和“无聊”的恒美多次参加所住小区的广场舞活动。回到老家后，“不跳

舞还是心痒痒的”，恒美便购置设备，准备组织周围的邻居“像城市人一样跳跳舞”，然而几乎没人响

应，恒美坚持不到一周，就放弃了。总之，这一时期的休闲活动主要以观看电视节目为主，新兴的跳

舞等闲暇活动少有响应。

①
将 21~70岁的村民作为总体，每 10岁为一个年龄组，每组访谈 10人，共计 50人。根据芦山村从南到北、从西往东方

向的家庭居住格局，对每户家庭进行编号，对每户家庭中年龄在 21~70岁之间的家庭成员进行简单随机抽样，每家只抽

取1人，直到每个年龄组抽满10人即可，共计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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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左右，政府组织广场舞比赛，吸引了很多农村女性加入其中。另外，随着 1999年招生规

模的扩大
①
，越来越多的孩子去城市读书或工作，他们的母亲去城市帮助带孩子，还有很多农村女性

去城市打工，这些母亲和打工女看到城市女性以跳广场舞作为晚饭后娱乐活动，纷纷加入其中。于是，

农村女性终于从家务劳动以及家庭内部娱乐中走出来，迈向了公共生活的新形式——广场舞。

（二）休闲需求的转变：从融入宗族到满足个体需求

学者沃尔夫在《台湾农村的妇女与家庭》（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一书中论及农村

妇女通过积极加入村落女性集团的方式来巩固自己在夫家宗族中的地位，进而在村落生活中获得一定

权威的行动策略。在家庭或宗族内，权力和权威通常以辈分和性别为基础（费孝通，1985）。按照阎云

翔（2009）的说法，女性在乡村社会中通常充当宗族间随礼行为的具体执行者，比如她们会前往办喜

事的宗族亲属家中送“喜礼”，表面看起来是宗族女性在仪式活动中的交往，但实际上女性代表的是自

家男人的意志，体现的是宗族中男性之间的往来。“翠花舞蹈队”中部分成员存在亲密的宗族关系，部

分成员虽然不是近亲，但在乡村社会有着“乡道亲”的关系，即按照姓氏辈分或年龄来互相称呼对方

的方式，这一说法主要与早期乡土社会婚姻圈较小有关，有些人虽然表面上无近亲关系，但是会通过

某个人的姻亲关系等被串联到广泛的亲戚关系之中。然而不论是否存在宗族亲属关系，“翠花舞蹈队”

成员多以朋友方式相处，没有受到来自乡土社会和父系家庭的人际交往压力，更多的是基于个人爱好

形成的团体性质的朋友式友谊关系。成员们都认为这种关系“更简单、更干脆、更舒服”。她们通过参

与公共生活，摒弃了那些“不得已的”宗族人际交往活动，通过广场舞社团形式去结交自己的朋友。

当代农村已婚妇女参与到广场舞这种自组织社团当中，无疑是为了满足个体喜好，她们不再像传

统妇女那般，为了整个家庭的利益，只顾扮演好丈夫的妻子和儿女的妈妈这些家庭角色，牺牲掉个体

的利益；她们不断与父系社会进行抗争，不再像传统妇女那样，为了融入夫家新的村庄、获得宗族位

置而不得不融入妯娌等女眷之中。舞蹈队成员超越年龄和亲属关系，以姐妹式的方式相处，为自己在

村庄生活中找到了属于个体的“滋味儿”。

广场舞这种公共活动改变了个体化时代（阎云翔，2009）变革中当代农村已婚妇女的休闲理念，

以劳作为内容的家务活动的拓展并非是真正的休闲，而走出家庭迈向广场则是一种以娱乐自我为主的

真正休闲，在这样一种自组织活动中，部分女性找到一种暂时抽离出家庭角色的自我展演方式，在放

大的自我中享受仅属于个体的欢愉。

六、结语

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说，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农村广场舞恰是对城乡互动的一种回应，

是对城市闲暇生活方式的一种模仿。“我们一方面追求普遍性，另一方面也会抓住特殊性，普遍性为我

们的精神带来安宁，而特殊性带来动感”（齐奥尔格·西美尔，2001）。当代农村女性一方面在面对乡

①
自 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本科、研究生）不断扩大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扩招源于 1999年教育部出

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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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社会的负面评价时不敢逾矩，另一方面又在与家庭、社会对她们的“控制”中不断抗争；既有父系

家庭对她们行为上的限制，又有“倒立的家庭结构”对她们提出的各种要求。但同时，社会本身的变

革又在不断地“解放”这些女性，频繁的城乡流动促进了传统思想不断转变，外包的学习教育补课班

又将家长从陪读中解放出来，她们抓住“广场舞”等具有生活“动感”的特殊事物，引领着乡土社会

新的时尚热潮；她们突破了对城市生活的模仿，促进了农村休闲理念的重大变革，创造了乡土社会的

一种“新休闲方式”。对于农村已婚妇女来说，跳舞更大的意义在于广场舞对她们的个体心灵、情感上

的抚慰，身体上的健康只是附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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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ewLeisure ofMarriedWomen in Contemporary Rural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Anthropology:

Stepping out of the Family Towards the Square

Mi Shuxian

Abstract: Rural square danc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leisure in China’s rural society, representing a new fashion of rural life.

This article takes “family”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uses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to make a thick description of the changes in contemporary rural family life represented by the new lifestyle brought by square

da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female dancers of contemporary rural square dance face the dual barriers from the patriarchal family and

local society, but the joint division of family labor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s nuclear families enables some married

women to live in a leisure state. In addition, due to the socialized operation of children’s family counseling and their pursuit of

upward social strata at the subjective level, some rural women can rush out of the family and achieve a dual victory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family and rural society. In addition, the concept of rural leisure remodeled by imitation,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is amajor achievement of ruralmarriedwomen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SquareDance;RuralMarriedWomen; Family Structure; Leisure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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